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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特邀(Editor-In-Chief Invited)· 
 
编者按： 

乐商(或乐观智力)是指人乐观的能力, 它既包括一个人乐观水平(主要包括个体的快乐水平)的高低, 
也包括个体从所经历的消极事件中获取积极成分的能力, 以及影响或感染他人的能力。浙江师范大学任
俊教授及其合作者在“乐商：一个比智商和情商更能决定命运的因素”一文中, 系统介绍了乐商的界定及
其所包含的维度, 总结了迄今为止有关乐商的测量工具, 并通过一系列已有的实验结果论述了乐商与人
未来发展命运的辩证关系。该文对进一步开展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 文章还提出
乐商的最大意义是体现在教育领域, 这不仅为学校教育中开展以提高乐商为核心的积极教育奠定了基
础, 同时也对其他研究者开展此类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编辑：郭春彦) 
 

乐商：一个比智商和情商更能决定命运的因素* 

任  俊 1  彭年强 1  罗  劲 2 
(1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系, 金华 321004)  (2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048) 

摘  要  乐商(或乐观智力)是指人乐观的能力, 它既包括一个人乐观水平的高低, 也包括个体从所经历的消

极事件中获取积极成分的能力, 以及影响或感染他人的能力。“杜乡微笑”是高乐商的一种主要外在表现形式。

心理学过去的有关研究证实, 高乐商不仅有利于个体的社会性发展、获得稳定的幸福婚姻、提高人的生理健

康水平、提高学业成绩和减少坏事情的发生, 而且高乐商还有利于促使个体寻求社会支持和社会交往。这些

研究结果表明, 乐商可能是一个比智商和情商更能决定人未来发展命运的因素。 

关键词  乐商; 杜乡微笑; 积极力量; 归因风格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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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央视推出了“走
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 “幸福是什么”, 
一句“你幸福吗”红遍大江南北, 也引发了人们对
幸福的思考。央视的采访对象大多是基层百姓 , 
这些人的幸福程度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的真实幸

福指数。面对电视镜头, 许多人都乐观地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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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很幸福 , 我们且不去质疑这一结果的真实性 , 
因为幸福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指数, 没有一个统一
的固定标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人的快乐幸
福会受很多因素的制约(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Dunn, Aknin, & Norton, 2008; Kahneman & 
Deaton, 2010; Layard, Mayraz, & Nickell, 2008)。 

然而, 一些新的心理学研究结果却表明, 年
少时的乐观(本文中的乐观包含了快乐)程度可以
有效预测一个人的未来, 即乐观在一定程度上可
能会比智商或情商等因素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成就。如 2012年 11月 19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简称
为 PNAS)上发表了一篇英国学者 De Neve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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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 该报告对“美国国家青少年健康纵向
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在控制了性
别、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智商和社会经

济背景等因素后, 发现一个人如果年少时的乐观
水平越高, 则长大了就越会赚钱; 那些在 16~18
岁时乐观水平最低的被试, 他们到了 29 岁时, 其
平均收入比整个群体的整体平均收入少 30%; 而
16~18 岁时乐观水平最高的群体到了 29 岁时, 其
收入则比整体的平均收入高了 10%。此外, 研究
者还发现, 16~18岁时乐观水平高的个体要比他们
的兄弟姐妹们在 29岁时挣钱更多、社会表现更好
(De Neve & Oswald, 2012)。这意味着乐观也是一
种能力, 具有类似于智商或情商的性质, 因而我
们把人的这种乐观能力就称为乐商。 

2  什么是乐商 

2.1  乐商的界定 
乐商(Optimistic Intelligence Quotient, 简写

为 OQ)或乐观智力(Optimistic Intelligence)是指人
乐观的能力 , 它既包括一个人乐观水平的高低 , 
也包括个体从所经历的消极事件中获取积极成分

(或力量)的能力, 以及影响或感染他人的能力。所
以, 从维度上说, 乐商主要包括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指人的乐观程度, 主要包括人
的快乐水平等, 即个体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
个悲观主义者。如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其乐观
的水平有多高, 这一维度可以通过乐观量表测量
出来。乐观程度除了静态的水平程度之外, 还包
括个体使自己变得快乐的能力, 特别是自我激励
的能力。 

第二个维度是指人摆脱消极事件或消极影

响、并从中获取积极成分(或力量)的能力。人不可
能一生都碰到积极事件 , 如果面临了消极事件 , 
那个体摆脱这些消极事件所使用的技术、所花费

的时间或心理资源等也会有所不同。尽管使自己

摆脱消极事件走出生活低潮的能力并不等同于让

人乐观的能力, 但个体要想乐观总还是先要摆脱
自己已有的消极心理, 然后才能运用技术来使自
己乐观。乐商高的人一般能迅速摆脱自己的各种

消极心理。 
第三个维度是影响他人变乐观的能力。乐观

具有感染性的特点, 但不同的人对他人的感染的
力量会存在差异, 这也是乐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高乐商的人更能够感染他人。 
高乐商有一种经常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即在

日常生活中具有典型的 “杜乡微笑 ” (Duchenne 
smile)。所谓“杜乡微笑”1, 就是一种包含有两组面
部肌肉(即 zygomatic major肌肉和 orbicularis oculi
肌肉, 简单地说就是眼睛周围的肌肉和嘴巴周围
的肌肉)都发生显著运动的微笑, 是人由衷显现出
的一种笑容, 这种笑的形式和其内心的真实感受
是一致的(Ekman, Davidson, & Friesen, 1990)。与
杜乡微笑相对应的另外一种微笑被称为空姐式微

笑, 这种笑的外在形式和其内心感受不一致, 是
假笑, 假笑时人的面部仅仅只有 orbicularis oculi
肌肉(即嘴巴周围的肌肉)在运动。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绝没有否定或贬低空姐的微笑, 只是借用空
姐这一职业微笑来做一个比较说明。 

从积极心理学已有的研究来看, 乐商的内涵
主要包括 24 种积极力量, 它们分别是：创造力
(creativity)、好奇心(curiosity)、开放的思想(open- 
mindedness)、好学 (love of learning)、洞察力
(perspective)、勇敢(bravery)、坚持(persistence)、
正直 (integrity)、热情 (vitality)、爱 (love)、友善
(kindness)、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公民行
为(citizenship)、公平(fairness)、领导力(leadership)、
原谅和宽恕(forgiveness and mercy)、谦虚(humility 
and modesty)、谨慎 (prudence)、自我控制 (self- 
regulation)、对美和优秀的欣赏 (appreciation of 
beauty and excellence)、感恩 (gratitude)、希望
(hope)、幽默(humor)及精神性(spirituality)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这 24种积极品质的水平及不同
的组合方式就构成了不同的乐商特点。 
2.2  乐商的测量 

由于积极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 目前
测量乐商的工具相对还比较少 , 主要使用的是
Seligman 及其同事开发的 “归因风格问卷 ”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简 称 ASQ) 
(Peterson et al., 1982)。ASQ的核心就是测量个体
对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归因的三个维度：内在的

与外在的、稳定的与不稳定的、普遍的与特定的。

                     

1这一概念由 19 世纪法国神经病学家吉尔玛·杜乡

(Guillaume Duchenne, 1806-1875)最早提出 , 因而被称

为杜乡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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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由 12个假定性情境事件组成, 其中 6个积极
事件、6个消极事件, 每一个情境事件有程度不同
的 7 个答案供选择, 每个答案分别给予一个相应
的分数。在 ASQ量表里, “1”代表外在的、不稳定
的和特定的特征, “7”代表内在的、稳定的和普遍
的特征。 

ASQ量表一共可以测得 9个方面的分数, 分
别是 6个独立维度的分数和 3个综合维度的分数。 

6 个独立维度的分数分别是：6 个消极事件
的内在性评价平均分(IN)、6个消极事件的稳定性
评价平均分(SN)、6 个消极事件的普遍性评价平
均分 (GN)、6 个积极事件的内在性评价平均分
(IP)、6 个积极事件的稳定性评价平均分(SP)、6
个积极事件的普遍性评价平均分(GP)。 

3 个综合维度的分数分别是：消极解释风格
综合分(把消极事件在内在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等
维度上的得分相加然后除以消极事件个数所得的

分数, 用 CN表示)、积极解释风格综合分(分别把
积极事件在内在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等维度上的

得分相加然后除以积极事件个数所得的分数, 用
CP 表示)和乐观总分(由积极解释风格综合分减去
消极解释风格综合分所得到的分数, 即 CP-CN)。
通过以上的 9 个分数, 人们就可以大致了解一个
人的乐商水平。 

不过目前乐商还有一个方面的内涵尚缺乏

有效的测量, 即对影响他人变乐观的能力的测量, 
这也是积极心理学目前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3  乐商决定人未来的发展命运 

人为什么要提高自己的乐商？如果乐商水

平高的人并不比乐商水平低的人发展得更好, 那
么提高乐商就可能是个伪概念, 所以在号召人们
提高乐商之前, 先必须看看高乐商到底具有些什
么样的积极价值。 
3.1  高乐商有利于促进个体婚姻和事业双丰收 

通俗一点说就是高乐商的人有更稳定的婚

姻关系、会挣更多的钱、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等, 
即一个人会凭借高乐商而使自己在未来获得一个

相对更成功的社会生活。 
3.1.1  高乐商更容易收获幸福美满的婚姻 

Harker 和 Keltner 两位研究者搜集了一些大
学 1958 年至 1960 年出版的各期年刊, 并把这些
年刊上刊登的所有女性照片全部提取下来, 然后

对她们的表情进行分析。研究者一共搜集到了 114
人, 除了 3 个人之外, 其他人刊登在学校年刊上
的照片都毫不例外地面带微笑。研究者对这 111
名女性的微笑进行了精心辨识和分类, 其中 61人
的笑属于空姐式微笑, 而另外 50人的笑属于杜乡
微笑。 

两位研究者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系统调
查这 111位女性 30多年以后的具体生活状况, 结
果发现, 那些在年刊上有杜氏微笑的女性更喜欢
结婚, 婚姻关系也比较稳定(离婚率显著低于那些
空姐式微笑的女性), 而且这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也显著好于那些空姐式微笑的人。此外, 相比于
那些空姐式微笑的女性, 那些具有杜乡微笑的女
性即使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幸或伤心的事件, 她
们也能很快就从悲伤中走出来(Harker & Keltner, 
2001)。 

此外, 相关的生理检测表明, 当女性进行杜
乡微笑时 , 身体内部会分泌大量的催产素激素 , 
而催产素被称为“拥抱荷尔蒙”, 这可以有效增进
其夫妻间的亲密关系, 从而导致良好稳定的夫妻
关系(Kuchinskas, 2009)。 

与此相类似的一个研究也发现, 不管是大学
年刊上的照片, 还是在少年时拍的照片, 那些具
有杜乡微笑的被试, 其离婚率总的来说都要显著
低于那些具有空姐式微笑的被试 (Hertenstein, 
Hansel, Butts, & Hile, 2009)。 

这些研究结果都证明高乐商(杜乡微笑)的人
具有更幸福美满的婚姻。 
3.1.2  高乐商有利于成就灿烂辉煌的事业 

Rule对美国最好的 100家律师事务所的赢利
状况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那些事务所的管理者
如果在大学本科期间拍的照片具有杜乡微笑, 那
么其公司的赢利状况就要显著好于那些具有空姐

微笑的管理者(Rule & Ambady, 2011)。Diener等人
对刚入学的大学生的乐观水平进行了测量, 并将
其乐观水平与 19 年后他们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大学入学时越
乐观的人在未来越能赚钱 (Diener, Nickerson, 
Lucas, & Sandvik, 2002)。 

类似地, Graham 等人进行的一项“俄罗斯居
民纵向追踪研究” (RLMS)也发现, 在 1995年测量
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乐商水平越高)的个体 , 
在 2000 年的收入水平也越高(Graham, Egg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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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htankar, 2004)。 “英国家庭成员追踪研究 ” 
(BHPS)开始于 1991 年, 选取了有代表性的 5000
个家庭, 并每年对选取的家庭中的成员进行访谈
并记录。Binder 等人利用“英国家庭成员追踪研
究” (BHPS)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在 1991年
测量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乐商水平越高)的个
体, 在 2005年的收入水平也越高(Binder & Coad, 
2010)。 

上述的这些研究证据(还包括文章开头提到
的那个 PNAS上的研究报告)充分证明了高乐商这
一特征具有强烈的预测性, 能比较准确地预测人
未来能取得的经济价值。 
3.2  高乐商可以有效提升个体的健康水平 
3.2.1  增强个体免疫力 

免疫系统是人保持身体健康和对抗疾病侵

扰的防卫组织系统 , 这个系统包含有多种细胞 , 
它们的主要工作职责是指认并消灭那些侵入人机

体的异类物, 如细菌、肿瘤细胞和病毒等。有一
种天然的杀手细胞叫 NK 细胞, 它可以扑杀任何
入侵人体内的异物。 

Kamen 等人对康涅狄格州海文市的一群老
人进行了多年的追踪研究, 并每年定期给这些老
人抽一次血, 检查他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同时, 每
年会多次定期或不定期与这些老人进行面谈, 详
细询问他们生活状况、营养状况、健康情况等各

方面的情况, 然后根据这些面谈资料来对这些老
人进行乐观程度的分类(也就乐商水平的确认)。结
果发现, 低乐商会使个体的免疫系统的活动能力
显著降低, 而高乐商者的免疫系统相对有比较强
的活动能力 (Kamen-Siegel, Rodin, Seligman, & 
Dwyer, 1991)。 

Seligman 在研究也发现, 当遭受失败或挫折
时, 相对于低乐观者, 高乐观者不容易变得沮丧, 
也不会很快放弃 , 他们不容易形成习得性无助 , 
高乐观的人甚至会有意识地主动抗拒无助。多年

的追踪研究结果还表明, 一个人无助感体验越少, 
其免疫系统的活动能力就会越强健 (Seligman, 
2011)。 

Ah等人对 54名刚做完乳腺癌手术的病人进
行了研究, 对其血液中的自然免疫细胞活动的状
态(NKCA)和伽玛干扰素(IFN-γ)的浓度进行测量。
结果发现 , 具有高乐观水平的病人 , 血液中的
NKCA 和 IFN-γ 的水平都显著高于低乐观水平的

病人, 这导致高乐观水平的病人康复得更快(Ah, 
Kang, & Carpenter, 2007)。 

Milam等人对 412名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ART)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 18 个月的追踪研
究。结果发现, 在控制了初始的病毒水平, 种族和
抑郁水平等因素后, 患者初始的乐观水平与 18个
月后血液中 CD4免疫细胞的数量之间是一种曲线
关系。基线处(初始的)乐观水平适中的病人在 18
个月后其血液中 CD4 免疫细胞的数量最高, 恢复
得最好。这表明, 适度的乐商能够提高病人血液
中的 CD4 免疫细胞的数量, 更利于病人的康复
(Milam, Richardson, Marks, Kemper, & Mccutchan, 
2004)。 

Segerstrom和 Swphton 对 124名法学院的大
一新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对未来持高乐观预
期的个体, 其细胞的免疫水平就越高, 对未来乐
观预期态度的改变更会导致其自身细胞免疫水平

的下降(Segerstrom & Sephton, 2010)。 
近期的一项最新研究更是发现, 当个体在完

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或面对一个有压力的局面时 , 
有意识地进行杜乡微笑可以显著减轻个体的应激

水平 , 并能使自己的心率和血压迅速得到降低 , 
而这有利于保护人心脏的健康(Kraft & Pressman, 
2012)。Diener 和 Biswas-Diener 在一项研究中发
现, 高乐观的人有更强的免疫系统工作能力以及
更佳的心血管功能(更少的心脏病发作和动脉阻
塞) (Diener & Biswas-Diener, 2011)。 
3.2.2  增强个体健康意识 

高乐商者习惯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也更关心
自己的健康问题。一旦生病, 高乐商者也会立即
采取有效行动, 寻求医生或专业人士的治疗。与
此相反的是, 低乐商者会把生病看作是必然产生
的事, 是永久的、普遍性的事。他们认为生病后
自己做什么都是无效的, 因此往往不太愿意去看
病, 也不太愿意听从医生的建议, 常常采取听之
任之的态度。 

在一个长达 35年的追踪研究中, Seligman等
人跟踪了 100 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每年对这些
人的生活做一个回访并作详细记录。结果发现 , 
一旦吸烟之后, 相比于那些高乐观者, 那些低乐
观者更不会放弃吸烟的行动, 他们的健康状况也
相对更差(Peterson, Seligman, & Vaillant, 1988)。 

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当面临抽烟、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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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等的引诱时, 相比于那些低乐观者, 那些高乐
观的人更能经得起引诱。在同样引诱条件下, 那
些低乐观者吸烟和酗酒的概率甚至超过高乐观者

的 1倍(Ferrer, Shmueli, Bergman, Harris, & Klein, 
2012)。如果以涂防晒霜和系安全带为变量来看, 
研究者则发现, 在同样条件下, 高乐观的人比低
乐观的人更愿意涂防晒霜(涂的量或面积更大)和
系安全带(Jessop, Simmonds, & Sparks, 2009)。这
两个研究结果都说明, 高乐商的人会主动做更多
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活动, 而低乐商者却正好相反, 
他们会有更多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 

以上这些研究结果都只是证明了高乐商的

人比低乐商的人有更好、更健康的行为方式, 那
在具体的行为结果方面, 两者间有没有差异呢？ 

Danner 等人对在正式加入修道院之前修女
的乐观水平进行了测定并随后进行了长期跟踪研

究。结果发现, 那些具有高乐商的修女平均寿命
为 93.5 岁, 而那些具有低乐商的修女平均寿命仅
仅为 86.6岁, 即人的乐商水平能够预测人的寿命, 
高乐商水平的人的寿命更长(Danner, Snowdon, & 
Friesen, 2001)。 

另外, Pressman和 Cohen搜集一些著名心理
学家的自传资料, 并用电脑对这些自传资料进行
了乐观和悲观方面的评分, 结果发现, 凡是电脑
评价为高乐观的心理学家比那些电脑评价为低乐

观的心理学家平均多活了 5 年, 这间接说明了提
高自己的乐商水平就可以多活 5 年(Pressman & 
Cohen, 2012)。 
3.3  高乐商有利于改善个体的人际交往 

高乐商的人会具有更多的微笑, 而微笑本身
可能就是一种改善人际关系、寻求社会支持的手

段。Stillman等人研究中发现, 同样的内容当一个
人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他会微笑得更多, 而当仅有
他一 个人 时 , 则微笑得相对较少 (Stillman, 
Baumeister, & DeWall, 2007)。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 ,微笑可能是用来影响
他人、与他人改善关系的一种自动化的交际策略, 
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由遗传而获得的一种社会交际

工具。Hecht 和 LaFrance 让一些被试倾听另外一
个人讲的笑话, 并让讲笑话的人扮演了不同的角
色, 如果讲笑话的人有权控制这次活动的奖金分
配方案(在这一条件下, 被试的权力比讲笑话的人
要低), 那这个被试就会微笑得更多(笑声持续的

时间会更长); 如果讲笑话的这个人不能控制这次
活动的奖金分配方案(被试的权力和讲笑话的人
处于一样大), 那被试就会微笑得更少一些, 两组
条件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更奇怪的是, 即使让被试处于单独一个人的
境况, 如果被试觉得对方的地位或权力比自己大, 
被试也会微笑得更多。如研究者通过录音机来播

放一个权力较大的人在讲笑话 , 然后让被试听 , 
结果表明, 和听权力和自己一样大的人的录音相
比, 这些被试同样也会微笑得更多。这一研究结
果证明, 被试的微笑反应可能是一种自动化策略, 
而不是个体有意识采取的一种行为控制(Hecht & 
LaFrance, 1998)。 

上面的这两个研究充分证明, 微笑更可能是
那些低权力地位者用来获得更高权力者的友谊

和支持的一种手段 , 即微笑可能是人具有的一
种自动化的用来改善人际交往、寻求社会支持的

手段。和低乐商的人相比, 高乐商的人微笑显然
会多很多 , 因而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
乐商的人更愿意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和寻求良好的

人际交往。 

4  如何提高乐商水平 

通过分析上述的各项研究, 乐商的积极价值
是显而易见的, 并且乐商所影响的领域也是全方
位的。乐商影响的领域之广、作用之大、时间之

久是其他诸如智商所无法比拟的。因此, 采取有
效的措施和途径去提高人的乐商是一件很有投

资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从积极心理学目前已有的

研究来看 , 提高乐商的技术主要有以下这些(其
实积极心理学还正在探讨更多的提高乐商的技术

或行为)： 
第一, 已有的研究发现, 当人处于平静状态

时 , 强作欢笑可以显著提升人的乐观水平 (Kraft 
& Pressman, 2012; Laird, 1974; Soussignan, 2002; 
Strack, Martin, & Stepper, 1988)。这意味着当我们
不太喜欢某件事、某个人、某种结果而又不得不

接受这些事、人或结果时, 我们可以有意对这些
事、人或结果进行微笑。 

第二, 品味可以显著提升人的乐商水平。品
味的心理学概念来自于英文“savoring”, 其词源学
单词是“savor”,从词义上看, 它包含着一种主动的
过程,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主动去用心”。品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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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应对 (coping)概念相对应的心理学概念 , 人
们在面对积极事件时, 通过品味可以使自己获得
更多的积极体验, 会使自己变得更快乐(Bryant & 
Veroff, 1984)。 

类似地, Gentzler和 Morey 等人通过调查 56
名 10-14 岁的青少年对积极事件的反应, 同样发
现了良好的品味能力可以对持久的积极情感体验

进行预测(Gentzler, Morey, Palmer, & Yi, 2012)。
此外, Ferguson和 Sheldon研究发现, 在听积极效
价的音乐时, 并投入更多有意注意的被试, 也就
是学会去品味美妙音乐的被试, 会产生更高水平
的积极情绪(Ferguson & Sheldon, 2012)。一项短期
纵向研究同样发现, 在积极事件发生较少时, 品
味会对幸福感的提升起到更大的作用(Hurley & 
Kwon, 2012)。 

第三, 做善事和感恩同样有利于提高人的乐
商水平。Williamsion和 Clark选取了 60名大学生, 
将其分为 3 组, 分别为告知―帮助组, 告知—未
帮助组和不告知组。实验结果发现, 当人们去从
事了帮助他人的行为之后, 的确能够使人变得更
快乐(Williamson & Clark, 1989)。通过做善事来获
得快乐也许比接受某种直接刺激而获得快乐要更

艰辛, 但这种快乐是一种深层快乐, 是人性得到
满足后而释放的快乐。同样, Field 等人让一群退
休的老年志愿者给幼儿园的儿童做按摩, 每个星
期 3次, 持续 3个星期。结果发现 3个星期后, 这
些老年志愿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都显著降低了 , 
变得更加开心和快乐 (Field, Hernandez-Reif, 
Quintino, Schanberg, & Kuhn, 1998)。 

类似地, Seligman 曾经进行过一个“感恩夜”
活动(类似于一个感恩派对), 每个人都邀请自己
想要感激的那个人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活动中所
有学生都当众感谢那个曾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

(要具体介绍他人给自己帮助的事情的经过, 同时
表达感激)。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相关的测量数据
表明, 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人在随后的几天直至
几个星期内的心情都显著性地更好 (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每天睡前花 5分钟
时间回忆一下刚过去的一天, 回忆那些发生的和
自己有关的事, 特别是思考一下今天有哪些事情
值得感激, 并自言自语地小声表达自己的感恩。
不要小看这 5 分钟的努力, 它会让平静、舒适的
感觉伴随你入睡, 更会让人在感受好事的快乐中

做好梦。 
此外, Harbaugh 等人给被试 100 美元, 然后

让其自由决定多少数额捐给慈善机构, 其余的留
给自己, 并同时测其做出决定后的 fMRI数据。结
果表明把钱都捐助给慈善机构的被试其腹侧纹状

体受到显著激活, 而腹侧纹状体则是个体对受到
诸如可卡因等奖励性刺激所激活的区域, 也就是
说将钱捐给慈善机构(利他行为)所激活的脑区与
个体体验到快乐时所激活的脑区是一致的

(Harbaugh, Mayr, & Burghart, 2007)。 
第四, 宽恕他人可以提高人的乐商水平。一

个关于 A 型性格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与感受愤怒
相比 , 表达愤怒与心脏病发作的相关性更高
(Caplan & Jones, 1975)。也就是说, 那些选择直接
表达自己愤怒情绪的人, 他们患心脏病的可能性
更大, 而当人们决定显示友好的时候, 血压实际
上是下降的。如果人学会了宽恕, 就能转移甚至
消除曾遭受的痛苦。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 宽恕
可以使人的身体更加健康 , 并且变得更快乐
(Lawler-Row & Piferi, 2006; Lawler et al., 2005; 
Toussaint, Williams, Musick, & Everson-Rose, 2008; 
Witvliet & McCullough, 2007; Worthington & 
Scherer, 2004)。 

Seligman 建议采用 Worthington 的 REACH 
(Worthington et al., 2000)五步骤来学会宽恕： 

(1) R即回忆(Recall)。对于曾经的伤痛, 请先
做几次深呼吸 , 然后慢慢让事情在脑海中再过
一遍。回忆时尽量要以客观的方式去进行, 不要
把对方妖魔化 , 也不要自怨自艾或过分拘泥于
细节。 

(2) E即共情 (Empathize)。试着从加害者(对
方)的角度来考虑一下, 理解他为什么要伤害你。
尽管这样做不容易, 但是设想如果让加害者解释, 
他会怎么说, 尽量想出一个可信的理由。以下几
点有助于人们寻找到合适的解释：当一个人感觉

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 他会出于自卫会伤害
别人; 一个人在伤害他人的时候, 自己也往往处
于害怕、担心或受伤害的状态; 一个人所处的情
境条件导致他这样做, 这样做不是他的人格使然; 
人们在伤害别人时 , 自己往往没有清楚意识到 , 
只是突然发作。 

(3) A即利他(Altruistic)性真心宽恕。回想一
件你曾伤害过别人而对方原谅了你的事, 想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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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原谅时的内疚, 再想想你当时的感激之情。
这是他人给你的宽恕礼物, 因为你需要这份礼物, 
那你现在也可以送份宽恕礼物给别人。 

(4) C即公开承诺(Commit)宽恕。不要选择在
心里原谅, 要通过写信给加害者, 在日记中、记事
本里清楚写下自己的宽恕, 或者把这份宽恕告诉某
位可靠的朋友或第三者等公开表明自己的宽恕, 但
一般情况下不要在对方的集体面前表达自己的宽

恕, 因为这样做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 
(5) H即保持(Hold)宽恕。过去的记忆一定会

再次回来, 不过有记忆并不代表不原谅。宽恕并
不是消除记忆, 而是换掉记忆上贴的那个标签。 

第五, 多与朋友或亲人相处可以提高人的乐
商水平。Csikszentmihalyi曾测量了一批学生的福
乐感, 从中筛选出 250 名高分和 250 名低分学生
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 低福乐组学生课余的大量
时间主要是在逛商场、玩电子游戏和看电视中度

过的, 而高福乐组的学生却爱好广泛, 他们把更
多时间花在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 如约朋友打篮
球等, 同时这些人也花很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及
做家庭作业(Csíikszentmihályi, 1998)。 

Kahneman 等 人 用 “昔 日 重 现 法 ” (day 
reconstruction)测量了 900 名德克萨斯州妇女进行
3个月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 照顾孩子是美国妇
女最讨厌的活动之一, 列倒数第二。也就是说, 当
美国妇女正在照顾孩子时, 她的感觉差极了, 但
当她做完这种感觉差极了的活动(照顾完孩子)之
后 , 她却觉得孩子才是她最主要的幸福来源
(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 
2004)。这说明在照顾孩子 , 体验亲情的过程中 , 
人会收获快乐和幸福。 

一项跨文化的研究也发现, 在约旦和美国的
大学生中, 从朋友处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的个体, 
其积极情绪的水平也就越高(Brannan, Biswas-Diener, 
Mohr, Mortazavi, & Stein, 2012)。此外, Feng等人
近期对年龄在 18~35 岁之间的中国人的调查发现
社会支持部分中介了情绪智力和生活满意度, 也
同样中介了情绪智力和心理健康水平, 这表明即
使是情绪智力不高的个体, 只要其得到的社会支
持越多, 其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开心(Kong, Zhao, & 
You, 2012)。 

第六, 冥想训练也可以提高人的乐商水平。
冥想(meditation)的含义比较广泛, 从认知的角度

看, 冥想时通过身心的自我调节, 建立一种特殊
的注意机制 , 最终可以影响个体的心理过程
(Cahn & Polich, 2006)。从行为角度看, 冥想就是
包括身体放松, 呼吸调节, 注意聚焦三个阶段的
综合过程(姜镇英, 2000)。从心理体验的角度看, 
冥想可以通过自我调控练习, 让个体获得宁静、
明晰和专注 , 从整体上产生一种心理幸福感
(Walsh & Shapiro, 2006)。 

冥想对于很多心理、生理上的综合症有着良

好的临床效果。比如冥想能够让一些患者缓解焦

虑、压力, 并具有减少抑郁症状和改善睡眠的功
能等(Butler et al., 2008; Goldin, Ramel, & Gross, 
2009; Javnbakht, Hejazi Kenari, & Ghasemi, 2009), 
在此基础上, 一些临床心理学家还开发出一种基
于冥想的认知疗法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这种疗法对治疗抑郁症有着重
要的作用(Segal, Williams, & Teasdale, 2012)。此外, 
冥想也可以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 , 
使个体在生活压力下更从容 (Jain et al., 2007; 
Sharma, Gupta, &Bijlani, 2008; 任俊, 黄璐, 张振
新, 2012)。 

5  总结与展望 

从乐商影响人的未来发展水平这一结果来

看, 乐商概念的提出从一定意义上是为了追求在
不同起点水平上的结果最大化发展。从本质上说, 
社会从不会也不应该追求所有结果的强制性平等, 
这是因为不同人的先天遗传基因各有不同, 再加
上各人的生活环境和主观能动性又千差万别, 强
制性地要求每个人都发展到同一水平无异于削足

适履。相对于智商而言, 乐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后天的养成, 其后天的可控性也相对较高, 这
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的方式去提升

自己或他人的乐商, 从而达到提升生活质量的目
的。基于这一角度, 乐商的最大意义其实是体现
在教育领域, 未来有关乐商的研究重点主要有： 

第一, 学校教育中如何有效开展以提高乐商
为核心的积极教育。 

当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一个人的成功和乐
商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和智商或
情商相比, 乐商对人的发展价值更大, 对人的积
极作用更加显著。 

不过现在的社会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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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般都觉得只要能够提高孩子的智商(有时候
或有些家长也会加上一个情商), 似乎就可以创造
出自己愿望中的优秀孩子, 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
是一种教育妄想。一旦达不到自己愿望中的目的, 
父母或老师们只能变本加厉 , 在不断将孩子压
回过去已被谴责过千百次的各种补习战术中 , 
寻找着自己的安慰和梦想 , 而这恰恰损害了孩
子的乐商。 

第二, 完善和丰富乐商的测量方式。 
智商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心理学对

智商的测量已经比较完善, 这种精确测量为人们
进行有效学习提供了帮助。由于人们之前一方面

没有意识到乐商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由于乐商
的内涵比智商更丰富, 因而不管是在方法上还是
工具上, 对乐商的测量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丰富
和提高。 

第三, 乐商变化的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 
乐商能影响人的未来发展命运, 因此, 它肯

定有自己独特的神经和心理机制, 但有关它影响
人生活的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尚不十分明确, 因
此加强乐商的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的研究也是未

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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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stic Intelligence Quotient: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Development than IQ and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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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stic Intelligence Quotient or Optimistic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of optimism,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level of a person’s optimism, but also a person’s ability of acquiring the positive 
compositions from his negative experiences that he had as well as the ability of influencing or affecting the 
people around. ‘Duchenne Smile’ is a main form of expression of high OQ. The relevant research about 
psychology in the past proves that high OQ not only is beneficial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person, 
gaining a stable happy marriage, the improvement of a person’s physical health, the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decreasing the occurrence of bad things, but also benefits a person’s pursuit of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action. All thes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OQ is likely to be an aspect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destiny than IQ and EQ. 
Key words: Optimistic Intelligence Quotient; Duchenne Smile; positive strength;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